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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十年来，公民科学和社群科学在全球科学研究中日趋流行。社群科学被认为可以提高科学

素质和创造新知识，而公民科学被认为在实现这两个目标上均存在挑战。借用认知劳动分工的概念框架，

本文分析了公民科学和社群科学中的认知劳动分工，认为社群科学之所以可以实现双重目标，在于承认

参与者地方性知识的认识论价值，并激励社群成员以独有的认知资源和技能与科学家的专长进行交互。

公民科学的项目发起者在未来的项目设计中，应认真考虑如何承认和利用参与者默会知识的认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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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citizen science and community scienc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global scientific research as new ways of mobilizing laypersons to participate in science so as to improv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While community science is thought to be able to achieve the dual goals of improving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creating new knowledge, citizen science is believed to be faced with challenges in achieving 
each of these goals. These challenges do not only relate with the forms of organization of these two kinds of 
participatory research;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these problems also requires an analysis from an epistemic 
perspective. Using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r,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r in citizen science and community science. It argues that community science achieves its dual 
goals by acknowledging the epistemic value of participants’ local knowledge and stimula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mmunity members’ unique epistemic resources and scientists’ experti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king 
epistemic contributions, participants also benefit epistemically an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cientists’ expertise and skills provide epistemic standards and norms for the new scientific discoveries made by 
communities. In future citizen science projects, designers should seriously consider how to use and acknowledge 
the epistemic value of participants’ tacit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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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气候变化否定论，还是新冠疫情中

出现的疫苗怀疑论以及拒绝戴口罩的行为，公

众因拒斥科学而带来的风险正越来越多地影响

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在公共卫生和环境安全

等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如何

有效地进行科学传播、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显得更加重要。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和

社群科学（community science）作为试图通过

动员普通人参与科学来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新

形式，近十年来在全球科学研究和公众科学教

育中日趋流行。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快速

发展，数据搜集与处理日趋便利，公众参与科

学的方式变得更加灵活，公民科学的人员参与

规模越来越大，形式也从早期的观鸟拓展到玩

家可以线上参与的电子游戏。与需要大量“人

力”的公民科学不同，社群科学通过科学家与

社群成员的共同协作来解决社群所面临的现实

问题 ; 在这一过程中，社群成员不仅有机会提

升自身的科学素质，还可以和科学家一起创造

新的科学知识。[1] 相比之下，公民科学却被认

为在这两方面均存在挑战：一方面，虽然大多

数公民科学项目声称可以提高参与者的科学素

质，但目前缺乏系统的研究来支持这一点；另

一方面，通过公民科学项目所收集的数据的质

量常常受到质疑。公民科学所面临的这些挑战

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社群科学如何能够解决这

些问题？已有的研究多从社会和组织层面进行

分析，却忽略了公民科学与社群科学这两种参

与式研究中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认知劳动分

工（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r），以及公民科学

与社群科学中参与者的认识论价值（epistemic 
virtue）。

本文从认知劳动分工的概念框架出发，讨

论了公民科学与社群科学中作为参与者的公众

在认识论贡献上与科学家的分异、公众与科学

家在认知劳动上的不同分工，进而提出：对公

众的认识论价值与贡献的承认，在公民科学和

社群科学等参与式研究的展开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参与式科学的组织者在项目的设计和展开

时挖掘、激励和承认参与者的认识论贡献，能

够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

与研究（做出科学发现）双重目标的实现。我

们的工作也试图揭示科学哲学与科学传播这两

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相互启发、彼此促

进：一方面，科学哲学中提出的某些概念框架

（比如认知劳动分工）可以帮助科学传播的研

究者更好地描述、分析和理解包括公民科学和

社群科学在内的新型的科学传播模式；另一方

面，对这些新型的科学传播模式的研究反过来

能够拓展和加深科学哲学家对某些哲学问题的

理解，比如公众与科学家合作时如何界定科学

专长、默会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在科学发现中的

认知价值等。

一、从公民科学到社群科学：
是否实现双重目标

公民科学是一种科学家动员公众搜集或者

处理大量数据的研究实践，也是一种公众参与

科学研究的方式。对科学有兴趣的志愿者，通

过参与科学家发起的研究项目，如观察鸟类的

巢位、活动和习性，或者对天体图像进行分类

和识别，为科学家取得新的发现而作出贡献；

在搜集或处理数据的同时，志愿者也经历了科

学探究所涉及的部分过程。因此，公民科学不

仅被认为是一种扩展科学知识的有力工具，[2]

还被看作是一种通过动员普通人参与科学来提

高公众科学素质的有效途径，兼有研究与教育

的双重功能。[3]

在过去十几年，公民科学在全球化的科学

研究中的应用变得越来越普遍，所涉及的领域

也日趋广泛。尤其是一些以海量数据的搜集与

处理为基础的研究领域，如气候变化、暗物质

研究、生态保护、流行病研究等，吸引了大量

对科学感兴趣的公众，所涉及的公民科学项目

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公民科学在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兴起时，参与者主要是北美大陆数千条鸟

类繁殖路径上的本地志愿者，其工作是观察和

记录鸟的活动。而到了今天，数以百万计的志

愿者参与到搜集和处理数据的在线项目 eBird
或“星系动物园”（Galaxy Zoo）之中。志愿者

不仅会搜集数据或图像，还对数据或图像进行

公民科学与社群科学中的认知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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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分类，甚至还会转录、分析和解释数据。
[3]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已有的公民科学项

目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生态学、天文学和环境

科学等传统上以观察为主要手段进行数据收集

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某些特定类型的

基础科学研究才能允许普通公众参与。对于一

个具体的科学研究项目而言，是否应该允许公

众参的与关键在于科学家能否识别和设计出公

众可以参与探究的部分。比如在“星系动物园”

天文学研究项目中，使用复杂精密的天文学仪

器拍摄星系图片需要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科

学家与技术人员来完成，这一环节不适合邀请

公众参与，而图片识别的工作则可以从专业科

学研究中分离出来，让公众参与。只要能够识

别和设计出公众可以参与的部分，即使是传统

上认为只有职业科学家才能参与的领域，也有

可能开展出色的公民科学项目。比如，在生物

大分子的设计与合成领域，科学家设计了以网

络游戏 Foldit（一种蛋白质折叠游戏）为平台

的公民科学项目。截止到 2010 年，已经至少有

57000 名网络玩家参与了该项目，以此为基础

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等科学期刊上。[4]

随着公民科学越来越多地受到科学研究、

科学传播、非正规科学教育、科学管理与政策

等领域的广泛关注，新的争议也开始出现。这

些争议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公民科学是否

真的可以提高参与者的科学素质，二是普通人

搜集和处理的数据的质量是否足以保证公民科

学成为科学研究的一种有效方式。

关于公民科学能否真正提高参与者科学素

质的问题，批评者认为，志愿者的角色主要是

对数据进行搜集或分类整理，而这一过程并不

需要太多科学背景；[3] 在搜集数据的过程中，

志愿者几乎未能借此获得科学知识，[5] 也没有

提高科学素质。[6] 而支持者认为，公民科学是

与科学的民主化运动相伴而生的，最初目的就

是为了让公众参与到与科学相关的风险和环境

议题的对话和政策决策之中，[7] 从而更好地理

解科学，提高科学素质。另外，由于早期的公

民科学项目大多是由国家设立的基金所资助的

教育项目（如非正规的 STEM 学习项目），因

而通过公民科学实现科学教育、进而提高参与

者的科学素质，也成了公民科学的目标。这些

项目的发起者认为，公民科学项目确实帮助志

愿者了解到所观察对象的相关知识，体验了科

学探究的过程，学会了使用科学研究中的相关

原则。[8] 不过，由于缺乏充足的经验数据，目

前对于公民科学在多大程度上让公众参与了科

学并且达到了对科学的理解仍存在争议。

随着公民科学逐渐流行，其中的数据质量

以及如何承认公民的科学贡献的问题也开始受

到广泛关注。批评者认为，志愿者是作为外行

的非科学家，其技能与水平、数据的空间分布

等会给数据带来偏差。[9]支持者认为，依靠训练、

监管以及合适的标准和协议，志愿者能够搜集

等同于专家的高质量数据。另外，新的统计与

计算工具能够解决数据质量问题，比如采样偏

差、测量误差等，可以通过当下的数据处理技

术来克服。对已有的公民科学项目进行的定量

分析还发现，志愿者收集和处理的数据虽然已

被用于科学家发表的研究论文之中，但是志愿

者的贡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普通人的工作

有的出现在论文致谢中，更多的则被忽视。比如，

数百篇已发表的关于鸟类迁移研究的论文并没

有在致谢中提到这些普通人的工作。[2]

与公民科学中的争议相对应的，是研究者

对社群科学的肯定。社群科学是由居住在同一

地点或者有共同身份的实践共同体所驱动的研

究项目，其出发点是研究和解决社群本身存在

的环境保护、生态与健康等问题。社群不一定

需要共享共同的地理空间，也可以是对同一个

问题或者目标感兴趣的人，他们组成了共同体。

与公民科学中存有的广泛争议不同，现有的诸

多研究证据有力地支持这样一种观点：通过参

与社群科学项目，社群成员在实现社群目标的

过程中，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科学素质，还可

以贡献新的科学知识。[1]

无论是公民科学的倡导者提出应该更好

地通过项目设计来实现提高志愿者的科学素质

的目标，还是有学者建议基于志愿者贡献的公

民科学项目在发表研究成果时注明志愿者的贡

献，看起来是因为公民科学在最近十多年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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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而掩盖了其提出伊始对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

诉求，潜藏在这些争论背后的，其实是一些基

本的认识论问题：科学家与志愿者在认识论上

的差异是什么？志愿者在数据搜集和处理工作

中的认识论目标与认识论收益是什么？志愿者

在公民科学中是否有认识论贡献？科学家的技

能是否能够通过训练而被志愿者获得并产生新

知识？只有对参与者的认识论贡献等问题进行

细致考察，才有可能重新理解公众参与科学的

价值和公民科学的目标。特别是当下，科学领

域的共识难以仅仅通过单纯的知识传播来促进

公众的科学理解，比如疫苗是否会引起自闭症、

全球变暖是否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咖啡是否会

致癌致癌等问题，虽然在公众中引起了争论，

但科学共同体对这类问题早已经形成了共识。
[10] 这再次凸显出公众的认识论标准的形成、对

科学共识的识别等认识论问题的重要性。因此，

讨论公民科学和社群科学中参与者的认识论问

题，对于这两种参与式科学的设计和目标实现

显得尤为重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公民科学和社群

科学的区分和术语表达，目前国际学术界有不

同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为了便于讨论，我

们采用其中一种说法，将科学家发起、需要大

量志愿者参与数据收集或处理的研究项目叫做

公民科学，比如观鸟、“星系动物园”项目等

便是典型的公民科学；与此相对应，我们将以

解决社区所面临的问题为目的、由科学家和社

群成员共同参与并合作的这类科学项目，叫做

社群科学。

二、认知劳动分工：
从科学合作到参与式研究

在分析了认识论问题对于理解公民科学与

社群科学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将论证，科学哲

学中对于认知劳动分工的讨论为分析这两种参

与式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提供了合适的概念框

架。

科 学 哲 学 家 基 切 尔（Philip Kitcher） 在

1990 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认知劳动分工的

概念。[11] 他注意到，在科学研究中，研究成

果的取得并不单纯是海量重复劳动力积累的结

果。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提到的劳动分工中

被分解的重复劳动由多人完成不同，科学研究

中的合作通过对不同合作者所拥有的认知资

源、研究策略和技巧进行整合，从而带来新的

认识论成果。认知劳动分工的概念最初被科学

哲学家用来讨论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家之间的

关系，例如科学家们如何通过科学合作和特定

的研究策略来作出新的发现并取得认识论上的

进步。[12]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一概念也

被用来讨论科学家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例如，

借助认知劳动分工的概念框架，克伦（Arnon 
Keren）讨论了公众理解科学中普通人和科学

家在认识论关注点和认识论标准上的差异。[13]

他认为，普通人和科学家在推理和判断时使用

不同的规则，以此来论证科学教育的目标不

是鼓励普通人通过自己寻找证据来作出科学判

断，而是培养普通人对科学权威的信任，并使

其有能力判断谁是真正的科学权威。因此，普

通人对于科学所需要达到的理解不应是科学家

在其研究领域所掌握的知识的子集。

不过，克伦对科学教育的讨论仍然停留在

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科学传播的框架之内，并

不涉及公众参与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而

在公民科学和社群科学这些新兴的科学传播模

式中，公众大规模地参与科学知识的共生产，

大量依赖于公众参与的科学发现也已经得到发

表。例如，在“星系动物园”项目中，有个体

独自发现了新的星系；在 Foldit 项目中，一位

13 岁的玩家设计出的蛋白质，比职业的生物化

学家通过蛋白质结构预测技术分析出来的还要

好。因此，克伦对于普通人和科学家之间所存

在的认知劳动分工的讨论并不完全适用于公民

科学和社群科学。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是公民科

学和社群科学的一个重要目的，但不是唯一的

目的；公民科学与社群科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目

的是创造新的知识。

从广义上来说，公民科学与社群科学也属

于科学合作，因此可以借用认知劳动分工的概

念来进行分析。不过，这种合作与科学共同体

公民科学与社群科学中的认知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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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合作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因为它是由科学

家和外行共同完成的。对公民科学和社群科学

中的认知劳动分工进行考察，既能够关注到在

做出科学发现时，参与者是否以及为何能够做

出认识论贡献，也能够分析参与者是否在认识

论上受益。

三、公民科学中的认知劳动分工：
默会知识与专家专长

已有研究注意到了志愿者在公民科学中

的认识论贡献，认为公民科学中的参与者不应

该被忽视，而应该被视为对增加新的科学知

识有贡献的可见的合作者。例如，卡斯佩罗夫

斯基（Dick Kasperowski）与希尔曼（Thomas 
Hillman）对“星系动物园”这一大型在线公民

科学项目中的认识论文化（epistemic culture）

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作为外行的志愿者在

项目中参与了对哈勃望远镜所观测到的星系图

像进行识别的工作，应该被视作认识论主体；

志愿者给科学研究带来了价值，并与科学家一

起形成了独特的认识论文化。在这种文化中，

志愿者被认为是有胜任力的认识论主体，甚至

被视作是有可能做出个体性发现的参与者，由

此被动员进入集体性的研究工作之中。[14]

事实上，在“星系动物园”项目中，志愿

者和科学家在认知技能上依然是“不对等”的，

并且有着不同的认识论关注点和认识论标准。

科学家受过职业的科学训练，在研究实践中获

得了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志愿者则大多没有受

过系统的科学训练 ，在对星系图像进行分类和

识别时，需要科学家介入。科学家不仅要预先

设计好模版（protocol），将志愿者要做的工作

简单化、流程化，还要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更

重要的是，科学家要依靠一定的标准对志愿者

所做的数据处理和图像识别工作的可靠性进行

审查；对证据和标准的判断，需要科学家的专

家经验和技能。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与志愿

者有分工与合作，但这种合作是不对等的，也

很少存在认知技能上的交互；科学家不仅主导

了公民科学项目的设计和展开，而且凭借着自

身的专家知识扮演着把关者的角色，对志愿者

工作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审查。

公民科学中参与者与科学家在专长贡献上

的这种不对等，与公民科学要实现的目标有关。

公民科学多为科学家发起，目的是做出科学发

现，忽视了参与者自身想要获得的价值。虽然

“星系动物园”项目的广告招募中，既强调志

愿者的兴趣，还以能做出科学发现来吸引公众，

但是在实际的项目执行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志愿

者自身的认识论需求。志愿者在公民科学项目

中始终处于跟随者的角色，他们对星体图像的

观察和分类要严格按照科学家提供的模版来进

行。更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参与研究问题和

假说的提出、研究路线和方法的选择以及对结

论的分析，而这些都是科学实践必不可少的环

节。有时，参与者会对一些更加深入的问题感

兴趣，比如：数据中哪些是光学仪器带来的噪

音？为什么自动处理软件会错误地将图像中心

的星体标注成星系？但是，科学家并不回答志

愿者提出的这些问题，而是引导他们仅仅关注

星系分类。

既然公民科学中的志愿者并没有如科学家

一般的专长和技能，公民科学的项目设计也试

图将参与者的工作简单化和模式化，那么参与

者独特的认识论价值和贡献是什么？“星系动

物园”项目中，荷兰教师范·阿克耳（Henny 
van Arkel）作为认识论主体独立发现了新的

天文现象。Foldit 项目中，未受过生物化学训

练的游戏玩家利用该程序复原并设计蛋白质的

三维结构，做出了一些重要发现，比如构造出

了与猕猴艾滋病有关的一种蛋白质的结构。这

些发现说明，作为非科学家的参与者可以依靠

其感官知识有效地表征星系或者蛋白质的结

构，进而做出科学发现。也就是说，参与者

依靠感觉和知觉系统所获得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过程性知识，在科学发现中发

挥了作用。而默会知识又是依赖于个体、难以

习得，与明言性知识不同，因而参与者的认识

论贡献有其个体独特性。

当下对公民科学的评估主要是从项目发起

者而非参与者的视角来进行的。即便是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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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视角对公民科学是否提高了参与者的科学

素质所进行的评估，也往往以兴趣的维持或科

学知识的增加作为标准。比如，在参与了与鸟

类研究有关的公民科学项目后，参与者观鸟和

记录鸟类信息的天数是否增加，是否可以利用

在线数据工具来回答关于鸟类分布的问题等。
[15]，[16] 很少有项目对参与者内在的认识论价值

进行考察。

要厘清公民科学中的争论，不能仅仅简单

或模糊地承认参与者的认识论贡献，这往往容

易将参与者与科学家的专长等同起来，或者进

一步将参与者拉向只是提供重复劳动的数据贡

献者的一端，而是应该识别参与者独特的认识

论贡献和价值是什么，比如参与者的默会知识

和过程性知识在科学发现中所发挥的作用。

四、社群科学中的认知劳动分工：
地方性知识与认识论多样性

虽然公民科学与社群科学都是参与式模

式，但公民科学项目一般由科学家设计并主导，

面向求解科学问题，而社群科学是由社群发起

并邀请科学家参与或者由社群与科学家共同发

起，目标是解决社群面临的现实问题，特别是

与健康和环境相关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

过程中，社群寻求科学家的帮助并与其建立合

作关系；基于共同学习、长期投入等原则，科

学家和社群成员一起将与社群有关的理论、资

源与实践以及科学研究的规范纳入研究工作。

因此，社群科学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有公众参

与的研究，还是一种社群成员和科学家作为伙

伴关系的共创造式（co-created）项目，被认

为有最大的潜力实现公众理解科学的目标。[16]

已有的社群科学项目虽然多集中在医学健康和

环境保护与监测等领域，但并不局限于这些领

域；一项科学研究是否应该将社群成员作为参

与者纳入其中，主要取决于社群成员的参与能

否更好地帮助解决社群面临的具体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着重从认知劳动分工的角

度来讨论社群科学中参与者与科学家的关系，

包括他们在认知资源和技能上的差异、他们如

何进行认知劳动的分工、以及认知劳动的多样

性带来的认识论价值。

在社群科学项目中，参与者不仅搜集数据，

还参与设计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案、解释数据以

及推导出结果。已有的研究表明，社群科学不

仅能够帮助公众做出和个人相关的合理决定，

还能够让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甚至参与科学研

究相关的决策。[16] 参与者与科学家在认知劳

动上的分工不是简单的外行与专家的区别，当

社群中的参与者与科学家形成共创造式的模式

之后，社群成员所拥有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性

知识与科学家的专家专长通过共同的目标不仅

实现了交互（interaction），还通过流通和互

换实现了“交易”（trading），从而促进了新

的科学发现，带来了科学知识的增长。正如伯

德（Alexander Bird）在反思科学知识的社会意

蕴时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将集体知识凌驾于个

体之上而忽视个体的贡献，应该理解个体知识

的存在以及它所发挥的适当功能。[17]

以加拉帕戈斯教育与研究联盟（Galápago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lliance，简称 GERA）

发起的社群科学为例，该项目由科学家、科学

哲学家与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社群居民共同发

起，目的在于分析人类活动对于当地物种的

健康和生存的影响，保护岛上的濒危物种。加

拉帕戈斯本土的环境保护管理策略虽然要求本

地居民参与到环境保护之中，但是不向他们解

释为什么要这么做。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当地

居民认为这些环境保护条例非常恼人，影响了

他们的日常生活，不愿意严肃对待。[18] 而在

GERA 发起的社群科学项目中，科学家和当地

的社群成员共同修订研究协定，一起进行数据

的采集和分析，使社群成员有机会深度参与其

中。在该项目中，本土居民帮助科学家决定要

研究哪种动物，如何找到这些动物；他们同时

还提出要研究的问题，参与商量如何更新研究

框架；在分析数据和结果时，当地的高中生、

科学老师、博物馆导游协会的成员等社群成员

都会一起参加。比如，在其中的一项研究中，

科学家和社群成员一起研究了加拉帕戈斯群岛

上不同地点的海狮的种群大小、叫声以及对人

公民科学与社群科学中的认知劳动分工



92

类靠近时的反应。在这个社群科学项目中，社

群中的参与者与科学家在认识论上的贡献是不

一样的：社群居民熟悉本土动物的习性和栖息

地，贡献了地方性知识；生物学家熟悉观察动

物行为的方法和规则以及相关的动物行为学理

论，贡献了专业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本土居民

和科学家在认知技能上不仅没有高下之分，而

且在合作和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和科学家实现

了认知资源的交互和“交易”。 参与者地方性

知识的多样性带来了社群科学的丰富性，参与

者在参与研究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人类活动

对于海狮产生的影响，因而有利于他们更好地

理解和践行相关的动物保护政策。可见，本土

居民的参与为海狮行为研究提出了新问题，获

得了科学家原本难以取得或者认为是不重要的

数据。本土居民与科学家在认知劳动上的分工

所带来的认知资源和技能的异质性，正是社群

科学的优势所在。

认知劳动分工的重要性，还在于科学家的

认识论标准能够保证社群科学按照科学共同体

遵循的标准来产生和应用科学知识。在社群科

学中，科学家往往需要借助社群成员的地方性

知识，而地方性知识要变成科学共同体承认的

科学知识，需要按照科学标准和规范进行转化。

一方面，并非所有试图解决自身问题的社群都

会信任科学；另一方面，即使社群成员信任科

学，如果他们对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科学研究

规范缺乏理解的话，其努力仍旧难以合法化。

比如在涉及到空气检测的 Buckets 案例中，社

群成员试图用测量空气污染水平短期峰值来替

代标准的测量有毒化学物质长期平均浓度的方

法，但由于缺少科学家的参与，社群成员提出

的方法不符合科学共同体的规范，被视为不可

靠，因而阻碍了他们更广泛地参与路易斯安那

州诺科地区的空气质量检测。[19] 由此可见，社

群科学中科学家参与的重要性，并非是为了给

社群科学贴上“科学”的标签，使其看起来像

科学，而是科学家必定会按照职业化的方式进

行研究，促使社群科学的实践按照科学共同体

的规范来展开，将获得的知识合法化。地方性

知识是有价值的，但是其价值的发挥需要与科

学家的标准、原则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保证社

群科学的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可重复性以及其

在理论上的相容性和可解释性。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个研究项目只是涉

及到对地方性知识的借鉴而缺少社群成员的充

分参与，并不能称为社群科学，也不能充分发

挥社群科学通过认知劳动分工而实现的技能交

互与交易，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也不能得到充分

发挥。例如，科学家科宁（Aaron Koning）及

其团队利用湖沼学和鱼类生态学等科学知识，

采纳原住民的想法并落实研究区域和当地的非

作业养护区，进而对受保护水域中当地捕获的

可持续性以及鱼类保育带来的益处进行严谨评

估。在规划流域时，既从科学理论出发，又为

当地社群成员的声音留出一席之地。[20] 尽管如

此，这项研究仍然称不上是典型的社群科学 : 
虽然科宁的研究团队对社群居民和原住民首领

进行了访谈，但该项目依然是由科学家主导。

由于在科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中缺少了原住民

的深度参与和共创造，出现了要求尊重原住民

数据主权及科学去殖民化的呼声。这也启发当

下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和研究，应该更多地利

用社群科学，让本土居民的知识、技能和视角

的特殊价值得以体现，让科学研究充分受益，

同时又能够实现服务于社群本身的目标。

社群科学在实现如环境保护、个体健康

等社群发展目标的同时，其共创造模式也让参

与者在认识论上受益。参与者深度体验科学研

究的过程，通过与科学家在认知资源和技巧上

的交互与合作，有利于参与者的认识论价值得

到承认，有利于地方性知识（也包括部分默会

知识）等基于个体经验和群体文化的知识在共

创造中得到尊重。参与者自身还在认识论上受

益，提高了科学素质。已有的对参与式研究的

评估发现，当参与者的角色不仅仅是数据收集

者时，可以有机会经历与科学或者科学家的深

度交互。[15] 在社群科学的共创造模式之下，参

与者在与科学家进行认知交互的过程中，对科

学研究的过程和科学的本质有了深度理解，构

建了新的技能。新近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

学家实现对彼此研究目标的理解，需要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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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21] 与此相似，公众要理解科学也是一种

技能，而不简单地对应于知晓事实性知识。这

种技能的获取可以通过共同目标驱动的科学家

与社群成员的共同参与和合作来实现。

总之，社群科学不仅仅是凝聚单个个体的

重复的集体智慧来产生可靠和准确的数据，而

是以鼓励参与者个体的认识论差异带来的多样

性所产生的认识论价值为出发点。这样的社群

科学，在实现参与者认识论目标的同时，也促

进了科学家认识论目标的实现，从而使双方都

在认识论上受益。

五、鼓励参与者内在的认识论价值

针对以数据收集和处理为主的公民科学项

目所遇到的问题和争论，有学者倡导不应该把

公民科学当作为科学研究提供免费劳动力的一

种手段，[22] 也有学者呼吁通过更好的项目设计

来建立科学家和外行之间的平等关系。[6]但是，

这些讨论没有明确地指出公民科学能够实现的

价值是对谁而言，尤其忽略了公众作为参与者

的目标和动力。在 eBird 和“星系动物园”这

类公民科学项目中，对于科学家而言，搜集和

处理数据的工作价值非常大，有特殊的认识论

价值，与其相关的发表物的署名权对科学家至

关重要；但对于参与者而言，由于大部分人是

基于兴趣或消遣的原因参与公民科学，因此是

否有科学成果的发表并不是如此重要。尽管如

此，在公众参与公民科学的过程中承认并帮助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贡献和认识论价值可以维持

甚至增加公众对公民科学的参与热情，同时也

能够激发他们深度参与科学实践的兴趣。不少

公众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也确实表现出了这种

愿望。例如，有些公众在“星系动物园”项目

中对与星系识别和分类有关的更加深入的科学

问题产生了兴趣。遗憾的是，科学家却只希望

参与者按照工作模版进行简单的分类和标注。

对参与者认识论价值的承认，需要识别

参与者的认识论贡献究竟在哪里，而不是简单

或模糊地讨论参与者是否有贡献，这样才能更

好地服务于公民科学或者社群科学项目的设计

与动员，更好地实现公众参与科学的目标。认

知劳动分工为分析公民科学和社群科学这两类

不同于科学共同体内部合作的研究模式，提供

了一个合适的概念框架。社群科学可以实现研

究与教育双重目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承认和

动员社群中参与者的认识论贡献，激励社群成

员以独有的认知资源和技能（特别是地方性知

识）与科学家的专长进行交互。在这一过程中，

参与者不仅在认识论上作出了贡献，自己也在

认识论上受益，更好地理解了科学。社群科学

的成功也为如何更好地开展公民科学提供了启

示：除了承认参与者在默会知识或者过程性知

识上的贡献，作为项目发起者的科学家也不应

该将参与者限制在简单化和标准化的模版之

内，而是鼓励参与者理解研究项目的问题、方

法和原理，深度参与科学实践。公民科学与社

群科学的研究问题和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公民参与科学实践的深度，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要将参与者限制在简单化的模板之内。

在设计和分析参与式研究项目时，应该考虑参

与者的认识论目的；科学家应该将参与者视为

合作者，并考虑合作中的规范，在科学研究的

过程和评价等方面实现真正的共同参与和共同

承认。另外，对公民科学与社群科学中的认知

劳动分工以及参与者的认识论价值进行考察，

不仅有助于促进参与式研究项目的设计和发

展，真正促进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还能为重

新思考某些哲学问题提供新的视角，比如如何

界定专家专长与技能、如何理解不同类型的科

学合作中的认知劳动分工等社会认识论问题，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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